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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源政策：比較石油產業與太陽能產業 

 

林文斌* 

 

 

 

摘要 

 

       日本在 1990 年代初陷入經濟低度成長，使其以往廣受重視的政經濟體制

受到嚴重挑戰。在政客和部分官僚的推動下，日本政府採取了新自由主義的結構

改革。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以往著重市場保護和避免過度競爭，被視為日本經

濟奇蹟重要幕後推手的通商產業省，其政策傾向卻早在 1970 年代便逐漸轉向重

視市場機制，減少政府干預。然而近年來由於全球能源短缺，煤碳、原油價格變

動劇烈，致使日本企業，尤其是以製造業見長的日本企業成本管控上的困擾和不

安。負責日本經濟發展領航的經濟產業省，面對此種環境，在尊重市場機制運作

之餘，也必須推動其能源產業政策。本文由政治經濟學中關於國家與市場的各種

理論視角，分析日本的能源政策中，當企業力量和科技能力已經足以自立時，政

府如何引導企業發展政府所訂的國家政策目標？引導的政策工具為何？而在此

過程中，又顯示日本國家和市場關係發生怎樣的轉變。 

 

                                                 
*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文化系助理教授、wenpin@mail.chn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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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奇蹟式地快速經濟發展，不僅引起西方國家政

學界高度注意，日本人自已也甚為自豪。在這段快速經濟發展過程中， 日本是

在 1950 年代，日本採取所謂的「傾斜式生產」，傾全國資源重建重工業和化學工

業，建立了穩固的上游原物料產業，使中下游的加工製造業，等以在出國導向的

外貿政策中，賺取大量的外匯。不僅外銷市場得益於此，日本國內的內需市場也

同樣受惠。然而，無論是重工業、化工業，製造業，以及之後的電子產業，任何

產業和國民生活，都必定消耗大量能源，對缺乏天然資源的日本而言，能源來源

的確保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對世界各國而言，能源的無以為繼，更是

不利經濟成長的隱憂。 

1970 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造成各國在二次大戰復興期持繼經濟成長的中

綴，對缺乏油田、極度仰賴石油進口的日本來說，更是重大打擊，終結了快速經

濟成長速度。石油危機讓日本深切體會到確保能能源來源無虞的重要性，被譽為

推動日本經濟奇蹟之手的日本通商產業省(2001 年更名為經濟產業省)在 1980 年

設立資源能源廳，總綰能源相關議題和能源政策及制度的設計與執行。在通產省

眼中，確保能源不僅是一件消極的保障日本經濟發展未來可以免於國際石油價格

因產量減少或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人為減產所造成能源價格波動，造成消耗能源產

業如製造業的蕭條危機，同時也具有極積性的產業推動目標，即發展節省能源和

開發新能源的創新產業，成為促進日本經濟發展的機會。 

在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國家與市場是兩個最常被觀照的部門。兩

者的代表詞即是政府與市場。在日本能源產業中，日本並無類似台灣的台灣中油

公司及台灣電力公司的國營公司，而係由民營公司經營，是政府推動相關能源政

策時，必須加以應對的行為者。而在能源新產業中，一項產業從無到有，除了新

產業經營者的起業家(企業家)外，政府的政策態度也無法否定，有時甚至具有舉

足輕重的決定性作用。本文第壹節首先由日本政治經濟研究中的中國家與市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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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討論，日本能源產業中政府的產業政策方向與政策工具，以及企業的回應與行

為。第貮節則簡述 1970 年代的能源危機及 1990 年後的環保潮流和國際環保公約

對日本能源政策的影響。第參節則以日本石油產業為例，分析能源來源產業；第

肆節則以太陽能光電產業為例，分析新興能源產業中的國家與市場關係。第伍節

則為結論，本文認為由日本能源產業的分析，可見單獨依賴國家之力或任由企業

在市場中的自由運作，都無法保證達成國家或企業可欲的目標；國家論或自由市

場論都過於忽略或強調國家力量和市場結構的重要性。 

貮、日本政治經濟中的國家與市場 

二次大戰後日本經濟成長引起歐美國家注意，最早與日本出口導向政策發生

貿易摩摖的美國，在 1972 年由商務部出版由該部國際商業局遠東部長的 Eugene 

J. Kaplan 主筆的「日本：政府-企業關係」報告中提出「日本公司」論(Japan, Inc.)

認為，日本經濟結構有如一個公司，其中通產省有如公司的董事長，各民間企業

則是公司中的各個事業部和以下分課或是外部分公司(Kaplan, 1972：63)。雖然日

本人認為這有個過分誇大日本經濟結構中各相關部門的緊密連結程度，但也顯

示，對美國人而言，日本的經濟運作與英美強調市場相有所差異。10 年之後，

美國史丹福大學著名日本研究專家 Chalmers Johnson 提出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一詞，描述通產省強調計畫合理性和有效性，通過

順應市場(market conforming methods)的產業政策促成經濟發展：藉產業構造政策

(industrial structure policy)選出要發展的產業；之後藉產業合理化政策(industrial 

rationalization policy)找出並利用最佳的方法快速促進該被選中產業的發展。最後

則對被選中的策略性產業加以監督其間企業的相互競爭(supervise competition)，

以保持經濟的健康和有效性(Johnson, 1982: 315)。 

不過，Johnson 對通產省的高度評價後來被同校的日裔美籍學者 Daniel I. 

Okimoto 批評說，日本的產業政策其實並不那麼具有一貫性，政府在不同產業有

不同的作法，而對同一產業其產業政策的有效性也所差別。Okimoto 的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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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產業的發展週期(life cycle)不同而有所差異：發展之初需要政府的支持性干

預(即產業政策)，發展成熟時則依市場需求，發展衰退期則會有政府的補救式干

預(Okimoto, 1989: 51)。日本學者橘川武郎雖然認為 Okimoto 並未認知到即使在

相同的發展週期，通產省對不同的產業仍有不同的政策方向，並指出適產業發展

週期論僅只是造成產業政策有所差異的一種變數而已(橘川武郎, 1996)。 此後學

者對通產省產業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則多所爭論，主張通產省的產業政策根本無效

一派者如三輪芳朗舉出通產省產業政策指導力有未逮的案例甚多，如 1960 年代

此公認是通產省權力甚大時期，石油業的出光興產、鋼鐵業的住友金屬、紡織業

的日清紡織都曾成功反抗通產省的要求。而通產省為鞏固其權力而大力推動的

「特定產業振興臨時措置法案」也因來自產業界的反對，而在國會中遭到擱置而

廢案(三輪芳朗 and ラムザイヤー, 2002：27)。其他如研究日本電腦和電子等高

科技產業的學者，也都指出通產省的產業政策或因來自其他省廳如文部省、郵政

省的反對而未達目的(Callon, 1995)。 

對產業政策有效性與否的爭論，贊成和反對兩派各執一詞，也都提出相對案

例，不過，比較政治經濟的研究則進一步關心何以產業政策有時有效，有時沒有

效？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個結果。竹內弘高比較日本的成功產業和失敗產業中，產

業政策是否有所差異後發現，日本政府對兩者所採取的產業政策及工具並無太大

差別，如扶植之初都有市場保護、限制業者過度競爭、也有低利融資和賦稅優惠，

和補助研發等(竹內弘高, 2002)。顯然的，產業政策有效與否不僅是政府單方面

的實施而已，也要依賴其他變數。政治經濟學者於是從強調國家力量的國家論，

被治理市場論(Wade, 1990)，轉而關注市場。如 Peter Evans 提出國家會受市場影

響，但又不能完全失去自主性的「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mony)(Evans, 

1995)。Linda Weiss 更進一步強調政府和企業間的合作，亦即國家和市場的相互

依賴是被治理的(governed interdependence)(Weiss, 1998, 2003)。然而，國家論的

立場仍然強調國家在治理市場上的主導性，但隨著經濟發展後企業力量的茁壯，

以及 2000 年後的因通訊技術發展而使市場快速的全球化，政府產業政策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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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說是否能達成政策目標，顯然愈來愈受制於市場狀況和企業的配合度。 

Richard J. Samuels 研究日本能源產業時，提出「互惠式合意」(reciprocal 

consent)一詞，概念化日本政府和企業間在能源範疇間的相互關係，且更進一步

強調市場結構在產業政策執行上的重要影響。Samuels 認為市場結構由資源和利

益的集中程度所界定，具體來說就是在特定產業部門中有幾家企業，以及這些企

業及企業組成之協會的利益傾向是一致或分歧(Samuels, 1987: 14)。本文進一步運

作法這個分析工具，在資源的集中性方面，區分產業部門為只有少數公司的寡獨

佔市場，及相對公司數較多的自由市場；在利益集中性方面，區分產業部門中的

公司之間，利益是一致或不一致。 

國家和市場的關係是互動的，政府的產業政策依政治系統論(Political System)

的觀點來說，是市場對國家有所要求而產生產業政策(Easton, 1965)。但國家論則

認為國家有其自主性，並不是隨市場要求而產出符合市場所要求者，有時也會有

自已的要求。本文調合兩種觀點，認為產業政策有供給面和需求面。產業政策的

供給面即一般所認為之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其來源並不僅僅源起市場的需求。

需求面則為市場對政府所提出的要求，然而此要求是否有一致性和有效性，則須

視市場結構而定。此分析架構如圖一所示，本文用以分析日本能源政策中的國家

和市場關係。在此之前，必須先瞭解日本政府對日本能源安全的認知與政策作

法。此處的日本政府主要係指負責能源政策的通商(經濟)產業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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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分析架構 

 

 

 

 

 

 

 

  

參、能源危機與日本能源政策 

日本是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島國， 尤其缺乏持續經濟成長所需的能源資源，

如石油、煤碳，必須大量引賴進口。二次大戰後日本快速的經濟成長可說得益於

價格低廉的石油和煤碳價格。不過，日本自有的煤碳，在 1960 年代中後期產量

開始減少，煤碳進口價格已比國產煤碳價格低，1961 年開始引進的石油進口適

時補充此時缺乏的能源，加以化工業的發展，石油多種用途的化工運用，使日本

石油進口大量增加。但 1970 年代接連發生兩次石油危機，則讓原已對能源議題

十分敏感的日本，更加思考如何對應未來由於能源價格波動引起的經濟不安情

況。 

1973 年通商產業省下設資源能源廳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負責制定及執行能源政策。確保石油能源安定供應、石油替代能源的

開發及節能技術推動，是資源能源廳成立之時提出之能源政策的三大支柱，主要

  國家   市場 

產業政策供給面 

產業政策需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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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在降低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具體的作法主要有五項：一、促進海外石油採探

及進一步利用國內現有的能源資源；二、增進其他非石油能源如煤炭、核能、液

態天然氣(LNG)的運用；三、石油供應來源多元化及強化與產油國家直接對話；

四、促進節約能源及新能源科技的商業化；五、整備能源緊急管理機制及戰備用

油因應石油波動危機(Matsumura, 2003: 180-181)。 

在這五項作法基本上持續迄今。在開發石油以外能源的努力上，由圖一可

見，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在 1973﹣2007 年期間日本國內的各類能源消費比例，

石油已由 1973 年最高峰的 77.4%下降到 2007 年的 47.0%，除顯示日本對石油的

依賴已經逐年下降，也指出日本多元化能源來源的措施已經收效，核能、天然氣、

煤炭的使用日益增多。其次，經濟發展和能源消耗一般而言具有正向關係，即經

濟愈發展，能源消耗愈多。 

 

圖二 日本各類能源使用 

 

 資料來源：資源エネルギー庁(2010： 5) 

 

日本在 1970 年代能源危機後，致力於能源使用的效率化，圖二可見，在 1973

年時產業部門消耗最多的能源，約佔 65.5%，民主部門如家庭、商業和辦公大樓



 8 

等約佔 18.1%，運輸部門則為 16.4%。但在 2007 年時，產業部門消耗比例已降

到 45.3%，消耗量則為 1973 年的 1 倍，若再參照 1973﹣2007 年間日本 GDP 增

加 2.3 倍來看，日本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甚有成效。再以能源使用量除以使用能

源所之生產量的比值，以 1973 年為 100 核算，在 1980 年代後，這個比值多在

80 以下，化學產業部門甚至降到 60 以下，同樣也顯示著日本能源利用效率的提

升。然而，民生部門和運輸部門的消費量，則分別增加 2 倍和 2.3 倍，民生部門

比例也也由 18.1%增為 31.4%，運輸部門則由 18.4%增加到 23.3%。這顯著民生

部門之能源消耗已出現非效率化。 

 

圖三 日本 GDP 成長與能源消費量 

 

資料來源：資源エネルギー庁 (2010：5)。 

 

不過，對日本來說，這些能源都屬於一次性能源，即只能使用一次的能源。

更重要的是，石油、煤炭、天然氣及核能發電所需的鈾都須進口。日本能源政策

中最終極的經濟安全目標，實在難達成，發展新能源無疑是日本唯一的選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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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展新能源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新能源未能發現或使用成本仍高

時，多元化非石油能源來源、增進各類現有能源使用效率，仍然是日本能源政策

不可缺少的一環。而在 1990 年代國際環保意識高漲，各國於日本京都開會達成

全球溫室效應氣體逐年減少的京都議定書共識，更強化日本在能源政策上的各種

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換算成二氣化碳)具體的作法就是節流和開源，亦即

的減少大量排放二氣化碳之現有能源的利用，以及增加少排放或不排放二氣化碳

之非石化能新和新能源的利用。 

  

圖四 各類電源發電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 

 

資料來源：資源エネルギー庁 (2010：19)。 

 

一、節流 

各種能源在現代社會中多轉化為電源以方便輸送和運用。在發電過程中，現

有用以發電的能源中，火力發電所需的石化能源必定排放二氧化碳，其中尤以燃

燒煤碳最高，圖 3 可見，平均每發電千瓦，燃煤會產生 975 公克二氧化碳，其中

887 公克是燃燒後直接排放，88 公克是發電設施建設、採礦等過程中產生的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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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只要是石化原料(且多為一次性利用)，必定直接排放二氧化碳，而且有資

源枯竭之日。但相對的，其他如太陽能、風力、核能、地熱和水力等發電，則只

有間接性的排放，且較無枯竭之虞，太陽能、風力、地熱和水力，甚至是可以再

生利用、永不枯竭的能源。然而，依日本野村綜合證券對發電成本的估計，目前

每千瓦的發電成本，液態天然氣只有 7 日圓，核能為 6 日圓，煤碳 7 日圓，石油

12日圓，水力 14日圓，風力 14日圓，太陽能則高達 40-50日圓(和田木哲哉, 2009：

17)。 

二、開源 

在發電成本和環境保護之間，日本採取多樣的措施，減少一次性能源使用，

特別是在減少石油使用、鼓勵其他能源使用。在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仍然居高不下

情況下，核能發電是日本各電力公司和經濟產業省在替代石油發電的重要考量。

然而由於日本在二次大戰歴經原子彈爆炸之痛，加上 1979 年和 1986 年代美國和

蘇聯接連發生核能電廠事故，日本社會對核能電廠新設有所疑虞，再加上核廢料

處等議題，在 1990 年代，新建核電廠數目由 11 廠下降至 2 座。迄 2006 年年，

日本運轉中的核電廠共有 55 座，發電量約佔 2.6 成左右(資源エネルギー庁, 

2006：146)。雖然，日本國內對核能廠設置有所爭議，但因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勢在必行，日本發展核能發電廠及周邊相關技術已累積具有約 40 年的基礎，日

立、三菱和東芝東有出輸出核能電廠的經驗和能力，在其他國家開始因應京都議

定書執行和 2009 年哥本哈根全球氣候變遷會議，2020 年之前全球排碳總量要減

少到 1990 年排放量的 25﹣40%，核能發電成為現有兼具低成本和低排碳量的發

電來源，在 2007 年起計劃新建 13 座新核能廠，2017 年建妥其中 9 座(資源エネ

ルギー庁, 2009：171)。此外，日本三大廠於 2007 年開始積極國際推銷，獲得不

少標案，例如東芝已取得美國和中國大陸共 12 座核電廠訂單，預估在 2015 年可

以累計取得 39 座標案。經濟產業省 2010 年也首次擴大金援至生產核反應器零件

企業，提供研發反應器安全閥、爐心冷卻系統幫浦等技術補助金，並與核能相關

業界團體組成「國際核能協議會」，官民合作進軍全球核能市場(李柏, 2009：



 11 

158)。核能發電廠成為日本能源產業輸出的案例，為日本其他能源開發產業帶來

希望，也鼓勵其他創新能源產業。 

在減少石油依賴和開發新能源的趨勢下，日本石油產業面臨益尷尬的處境：

在需求面上有前有減少石油相關燃料用油的要求，在供給上則有有新興能源和再

生能源如水力、風力、地熱的壓力。石油產業可以說是一個長期而言註定會蕭條

的產業。其中的國家和市場關係，顯然具有多種層面的衝突。相對的，在新興能

源方面，由於市場和技術的問題，目前成本仍然居高不下，和傳統的石化能源相

比，在建制成本和使用成本上，仍然不具備競爭力。然而，若能有效降低相關成

本，未來的市場價值則可說是無可限量地鉅大。政府和新興能源企業間的關係，

顯然和石油產業有不相同。以下兩節即分別以石油產業和新興能源產業中的太陽

能產業中的國家和市場關係，各別加以分析和比較。 

肆、石油業中的國家與市場 

石油業可區分為上游的生產和下游的販售兩部分。生產可用燃油的游事業至

少必須經過：一、事業階段：包括對象地域的事業調查、採油權取得的協調和競

爭、取得油權；二、採礦階段：包括地質調查、試掘油井；三、開採階段：包括

建立生產井、建立生產設備；四、生產階段：運輸和提煉(資源エネルギー庁, 

2009：51)。這個過程，一般少說也要花上 10 年以上的時間，成本十分鉅大。而

下游的販售行業，進入門檻雖不若上游事業高昂，但因有安全、管路和運輸問題，

建制費用亦屬不菲。石油業的研發、設施建制和販售都需要鉅額資本，尤其又涉

及國家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1980 年代之前，在日本是受到高度管制的產業。 

在二次大戰之前，日本即有民營石油公司設立，政府並未設立國營石油企

業。民營石油公司雖然在二次大戰期間深受政府所控制，但在二次大戰後仍然因

外匯不足所生的外匯分配制度所影響，通產省採取「消費地精製主義」，將外匯

優先分配給進口原油，於日本本地煉油廠精製成品後再加以販售的政策。不過，

隨著日本經濟成長，外匯存底增多，也被美國要求貿易自由化。在強大的壓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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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開始原油自由輸入，至 1964 年止，汽油、各類輕油都必須輸入自由化。

為了避免國際石油大廠支配日本市場及防止過度競爭導致的市場混亂，且因石油

涉及國家安全，達成石油安全供給的國家政策，主管的通產省於 1961 年起草石

油業法，1962 年國會通過石油業法，對石油產業加以嚴格管制：一、由通產大

臣訂定石油供給計畫(第 3 條)；二、石油精煉業設廠採取許可製(第 4-6 條)；三、

對特定煉油設備的新、增設也採取許可製(第 7 條)；四、業者必須提出石油製品

生產計畫和石油輸入計畫(第 10 與 12 條)；五、通產大臣於必要時公佈石油製品

販賣價格的標準(桶川武郎, 2000：169)。透過許可制和供給、生產、輸入計畫的

行政指導，通產省高度管制石油業。而在石油產業上下游重點的選擇上，通產省

選擇以下游的煉油和販售為主，導致日本石油產業上下游之間的分離，上下游公

司各自為政。上游的石油開發和生產者在 1985 年年前即有 15 家，下游的油品販

售公司則多達 20 餘家，競爭十分激烈。但 1995 年之前，上游業者並不經營下游

零售事業，導致日本石油業的上下游並未整合。相對的，國際上主要 7 家石油跨

國公司，如英國石油(BP)、埃克森(EXXON)等，都上下游緊密整合。而日本上游

開發公司全體的原油產量，甚至連世界第一位的 BP 都比不上。日本石油業可說

是規模不大，上下游又未整合的產業。 

1970 年代石油危機之前，由於經濟發展能源所需，日本石油業大舉擴張石

油裂解煉廠，但石油危機後，由於減少石油依賴的國家政策， 使得輕油裂解廠

長期處於經常運轉不足、未達生產效率的生產設備過剩狀況。依日本石油連盟統

計，平均來說，全日本石油處理設備能力自 1973 年的 85.2%高峰後，即一路走

低至 2008 年僅有 79%(日本石油連盟, 2010：10)。也就是說約 2 成左右的設備處

於閒置狀態，對石油公司來說是沈重的成本負擔。情況之下更使原本便已過度競

爭的市場，更加雪上加霜，導致各公司獲利能力低落。 

通產省對此， 一方面推動降低石油依賴，對陷入蕭條的石油則採取支援，

製定石油業相關法律，允許石油業者組成卡特爾，並透過行政指導發布限制原油

輸入和生產產量等限制業者產量的措施，以維護石油價格不因業者相互競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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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業者無利可圖。通產省的第二個措施是，透過由其所控制的國營銀行﹣日本

開發銀行對石油業者提供低利貸款，催促業者強化提煉原油效率及發展無鉛氣油

等。不過，通產省對石油業者的管制，不僅有意圖增產的出光興產提出反對，兩

度脫離卡特爾，指通產省干涉民間業者的經營，也引起國民大眾對油價居高不下

的不滿，認為通產省維護石油業者的不當利益。1980 年代全球興起自由化風潮，

日本也在中曾根政府主導下，進行各種自由化。石油產業也在這一波中開始解除

管制。 

1987 年起通產省陸續廢止相關法規，解除原油輸入關稅配額和汽油產量限

制，以及石油卡特爾，重建油品市場在生產面的自由競爭。1996 年起廢除特定

石油業法，完全自由原油輸入，並廢除加油站區域限制等，也開放外資自由進入，

在 2000 年達成石油業的完全自由化，石油業法也在 2001 年底廢止(南正明, 

2009)。此除促成上游石油業者向下整合，紛紛設立零售油品據點，例如農協和

超級市場也因其通路優勢，設置加油站，油品市場也進入自由競爭，價格也開始

下降。面對因自由化而生的市場壓力，日本石油業者間也開始合併，原本 15 家

業者在 2008 年後僅剩 6 家。 

伍、節能產業中的國家與市場 

太陽能發電發展由來已久，但一直都局限於耗電不高的小產品如桌上型計算

機，或是毫無替代來源，只好使用太陽能的鉅型設備，如太空站或人造衛星等。

然而於於太陽能幾乎取之不竭，加以發電過程中不會直接排出二氧化碳等溫室效

應氣體(當然製造太陽能發電板和電力儲存電池的過程仍然會產生)，近年來成為

倍受矚目的新興能源。依學者和業者估計，若以現有的太陽能發電技術，只要在

佔地表面積不到 1%的戈壁沙漠，架設佔戈壁面積一半的太陽能板，假設光電轉

換比率為 15%，所產生的電力即足夠供應 2002 年全球所需電力(一木修, 2010：

5)。有鑑於此，美國總統歐巴瑪上任後即提出「太陽能美國」計畫(Solar America)，

宣布全力發展太陽能產業。而德國更早在 2004 年大力推動，太陽能發電量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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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追。圖五顯示，1992 年以來世界太陽能發電引進的數額，可見在 2000 年之前，

全球太陽能發電量不到 10 億瓦，之後則快速向上攀升，不到 7 年便已倍增至接

近 80 億瓦，增幅十分驚人，太陽能產業也成為一個新興源能產業。 

圖五  世界太陽能發電引進量 

 

資料來源：資源エネルギー庁 (2009：63)。 

 

太陽能產業的重點在於轉換太陽光為電能的太陽能板。以往受限於技術，太

陽板的轉換率多在 1%以下 十分不經濟，近年來則拜材料和技術突破，發展出矽

結晶法生產大陽能板，2002 起的 6 年之間光電轉換率逐漸提高至 12.5-33%不等，

已有很大進步。但是有機化學科學家仍然持續開發新技術，期望提高光轉換率。

如日本即在經產省支持下的獨立行政法人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下設置太陽光發

電研究中心(経済產業ジャーナル, 2008：31)。經產省雖然認為太陽發電未來產

值可期，在 2001 年推出民用補助金方案，補助民宅購買家用太陽能發電設備，

但因回收期長達 20 年，並未引起太多需求。直到 2004 年，德國修改資源能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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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太陽能發電固定價格收購制度(Feed In Tariff, FIT)，以政府財政支援補貼電

力公司以五倍一般電力價格，收購民宅太陽能發電設備全數發電量，期間長達

20 年。德國太陽能發電產業經此政府協助創造市場的政策，產能大增，2006 年

的產量已佔全球產量 51%，2007 年全德國的太能發電量比 2005 年增加兩倍到接

近 40 億瓦(和田木哲哉, 2009：50)。在德國政府市場創造政策中，受惠最多的應

是 1999 年才創立德國 Q-CELL 公司，其產量在 2007 年已超越蟬連 4 年首位的日

本 Sharp 公司。 

 

在環保意識高漲和長期發展的太陽能產業被後起之秀超越的情況下，日本開

始檢討日本如何急起直追。通產省／經產省認為，雖然政府大力支持民間業者對

太陽能板的研發，但在日本國內，市場的接受度並不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

太陽能發電設施的成本目前依然居高不下，據經產省整合日本國內九大電力公司

的資料顯示，每千瓦的成本是 48-49 日圓，幾乎是現有電費的 2 倍，加上設備費

用約 100 萬日圓。因此，民眾裝設的意願並不高。通產省便在 1995 年提出電費

補助方案，若民眾居家太陽能發電超過所用者，由政府補貼電力公司依一般電費

費率買回，並補貼設置費用一半金額，也鼓勵並補助各級公共團體或機構增設太

陽能裝買。不過，收效並不大，最重要原因是成本回數時間可能長達 20 年。而

在電費補助方案於 2005 年屆期後，日本國內太陽能設備市場需求度更是暴跌。

原本佔世界太陽能生產量前 4 名的 Sharp、京瓷、三洋電機和三菱電機，在 2006

年後紛紛被超越(山家公雄, 2009：59)。 

日本政府發現後來居上的德國居然因為採取居家太陽能發電買收制度，而促

成太陽能產業的快速進展，其主要原因是政府補貼電力公司以五倍電價買回民眾

居家太陽能發電，大幅減輕成本及減少設備費用回收時間。通產省於是在 2009

年宣佈 11 月 1 日起，也補貼電力公司以兩倍電價買入民宅太陽發電。但日本制

度和德國制度差異處除電價補貼金額有別外，且在於僅買取民眾家中自用後有餘

的太陽能發電，屬餘裕電子收購制度(net metering)，德國則是全部買收。 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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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野村證券公司高級分析則和田木哲哉則估計，全球太陽能產業在 2030 年的市

場規模能高達 25 兆日圓，日本政府和業界必須加緊創造國內市場。他並認為日

本國內電力公司對太陽能發現成本過於高估，依野村證券估計應與現行電價每度

23-24 日圓相差無幾。如此，電力公司所提供的太陽能設備有高估之嫌(和田木哲

哉, 2009：22)。 

雖然日本的誘因不若德國，但日本政府期待，日本的太陽光產業能因此而創

造出市場，反過來有利於日本對國際太陽能產業的競爭。 

陸、結論 

本文簡單分析比較日本近年來因應石油危機造成的能源短缺，及京都議定書

和國際氣候變遷會議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在能源政策上所做調整。由本文對石

油產業和太陽能產業的分析可以發現，兩者在市場本質上有所差異：石油產業是

蕭條產業，生產設備過剩，且長期以來受到政府的管制；相對的，太陽能產業，

政府一開始並未投入太多資源，且大多是透過研發的補助，在生產方面則由民間

業者自負擔，然而卻是一個具有未來可能性的鉅大市場。經產省對太陽能產業的

政策，便因兩種市場本質上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對蕭條石油業在保護之餘，以補

貼和促進競爭引導其走向有效率的轉型；對新興的太陽能光電市場則先任由民間

企業發展，最以臨門一腳的市場促進政策，協助產業的再次發展。這個兩例子顯

示日本產業政策的兩面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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